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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韩愈崇拜”到“六一风神”
———试论饶锷散文文体学认知的体验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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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饶锷是近世潮州学界大家，致力于国故学研究，著作等身，成就卓著，同时也是潮州文坛的领军人物，在
诗、文、联等多种文体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随着近代转型的加速、传统文艺观的松绑，饶锷趋于认同“各由其性

而就于道”的个性化创作，能从韩文的“文从字顺”处入手，荟萃欧阳修、归有光、戴名世之所长，形成了渊雅、和缓、
绵密的美学风格。 饶锷的散文观念，就是立足于这一美学风格进行理论思考与创作实践的集中体现，既充满了个

性化体验的性灵色彩，也突出了近世文化转型期“此在性”与“过渡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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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锷（１８９０—１９３２）是近世潮州学术大家，尤以潮

汕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成就为最著。 他身处 ２０ 世纪

初中国文化转型期，在获取新、旧两种文化视野的同

时，也陷入了文化选择的“两难”之中：一方面，随着文

化转型的加剧，传统的“文道观”、“教化观”迅速崩解，
饶锷得以沿着欧阳修“自然创作”的路向，发展出一种

自由适性、活泼性灵的写作姿态；另一方面，作为一个

来自旧阵营的人，饶锷又显得极度焦灼，必须在历史关

头做出明确且明智的抉择。 饶锷与他所景仰的师友章

太炎、高燮、金天翮、柳亚子、温廷敬等人一样，是完全

排拒白话文的。 他指出，新式学堂斩断了千年 “文

脉”，“科举废而人才日杂，学校兴而文章日衰”，古文

退场，典范不再，新式学堂的学生“安能登其堂而噬其

胾哉” ［１］３８，进而断言新式学堂断然培养不出能触摸到

古文神髓的学子。 因此，饶锷终其一生都沉浸在古典

美文的世界里，始终未把白话文纳入到文学思考与创

作的视野中来，他一生的著述彰显着一种“古雅”趣味

的祈向。 他埋首著述，“于文辞、歌咏之事，漠焉不著

意” ［１］１７５，但他的友人一致认为，他的“古文、辞赋、骈文

都做得好” ［２］２。 郑国藩《饶锷墓志铭》更明确指出，饶
文虽“非精诣所在”，却能“以桐城义法出入唐宋明清

诸大家，无意于古而与古会，当于庐陵、熙甫间别置一

席，时贤中罕见其匹也” ［１］１５４。 可见，潮籍学人早已对

饶锷散文创作的审美属性作出了非常明确的辨识与阐

扬。 这一认识理应构成我们今天进一步研究饶锷文体

观念与散文创作的有效切入点之一。

一

饶锷对潮州文坛的历时性把握与共时性把握，直
观、真切而具体。 他在《郑蕃之墓志铭》中作了这样的

描述：“吾邑自宋明以还，名卿硕儒、忠义直谅之彦，代
有其人。 独文章之学，倡之者既寡，而为之者又囿于见

闻，相安孤陋，于古人为文义法，往往莫知其然。 故历

时绵远，而潮人无寸简见称当世。 近十年来，揭阳姚君

恪先生始本其所闻马其昶、林畏庐诸老之绪论，以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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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派倡导学者。 而潮安王慕韩先生则孤立崛起，亦以

古文为后进启示径途。 两先生皆余所私昵者。” ［１］１００这

大致勾勒出了近世潮州文坛的两个向度。 第一，韩愈

刺潮，越八月而去，开启了潮州“海滨邹鲁”的新纪元。
潮人祭祀韩公，并在“韩愈崇拜”氛围中积淀了潮汕地

区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了膜拜韩文的“集体无

意识”。 但是，潮人长期热衷科举，揣摩时文，不免出现

“尸祝”韩公“决以得失，卜以吉凶”，学韩文却“学无渊

源，志趣不大”二弊。 民国初年，王慕韩崛起于潮州文

坛，大力倡导韩文，在他身边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

的古文创作群体。 第二，曾点翰林的吴道镕来潮州主

韩山书院、金山书院讲席，京师大学堂首届文科毕业生

姚梓芳返潮执教，相继将“桐城文”引入潮州。 虽然桐

城派在世纪之交迭经经世文派、维新新文体、革命派宣

传文、新式报章体等新文体的冲击，已呈强弩之末，但
对于相对封闭的潮州文坛而言，毕竟还是比较新奇、比
较容易入手的。 因此，在吴道镕等领袖式人物的倡导

下，潮人出现了“远宗退之而近法桐城”的转向。 但

是，饶锷有意回避了第三个向度———考据派文风，而这

才是饶锷以及其子饶宗颐进行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

真正起点。 众所周知，阮元抚粤督粤十多年，正值乾嘉

学派如日中天，他将乾嘉朴学引入广东，建学海堂，延
请考据名家系统讲授考据学方法。 其中，学海堂肄业

生温仲和于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至潮州金山书院讲学，
后任该书院山长，书院改制中学堂，继续担任总教习。
他以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考据学家实施国学教育，直接

间接地影响了两代潮州学人，潮州考据学家群体渐渐

形成。 温廷敬先从温仲和学，后同受丘逢甲之邀创办

岭东同文学堂，成为多年同事，深受温仲和其人其学的

影响，走的也是考据学的路子。 饶锷、宗颐父子又师从

温廷敬，接受系统的考据学训练，故一生谨守考据家

法，为文朴茂渊雅，不事雕琢，以事理胜，逻辑性很强。
在饶锷的阅读体验与创作体验中，民末清初的潮

州文坛，实为近世中国文坛的一个“缩影”，能对不同

创作阶段、不同风格典范实现有效的转换与融合。 饶

锷是从旧式私塾和传统大家庭里成长起来的，最初的

也是最本真的反应，便是在潮州文坛“韩愈崇拜”的

“集体无意识”作用下，本能地选择崇拜与追摩韩文。
但在此后长期的国学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性之所近有不知其然者”的文体自觉意识，渐渐从

“韩愈崇拜”的旧轨中游离开去。 关于这一点，郑国藩

《〈天啸楼集〉序》总结出了饶文“三变”的情形：
　 　 君文前后凡三变，少作刻意模韩，而未能至，

时有枘凿不相容之处；中年出入唐宋明清诸大家，
各有其所似，则志于传世，不忘意匠之经营者也；
晚近一变，而归于平易，下笔在有意无意之间，则
既神明于法，而不复以法囿文，境之上乘矣。［１］４

饶锷《与冯印月书》也与此相一致，直可视为“偏
嗜”欧体的“自供状”：

　 　 大抵古人为文，各有偏好，而不必尽同也。 锷

于历代文家研读潜索，不一日矣。 顾独酷好欧、戴
二家之文者，非文舍欧、戴二家皆无当于我意也，
又非欧、戴二家之文已尽文之极至，而欧、戴二家

之文之外可无求也。 盖性之所近，有不知其然者

矣。［１］７４

饶锷追述了漫长的探究历代文家的体验，最终以

性情之所近，宗向欧阳修、归有光、戴名世一路。 看似

出语寻常，实则蕴涵了深刻的心灵挣扎，自有不可与外

人道的“心曲”。 饶宗颐在晚年追忆乃父教谕的时候

将这一“偏嗜”讲得更加生动形象：
　 　 我上过一年中学，后来就不上了，因为学不到

东西。 但是我的古文教师王慕韩却有一样东西给

了我很大影响，那就是做古文要从韩文入手。 我

父亲跟他搞不来，但我却信服王师这一套。 父亲

喜欢欧体，大约也跟他后来身体不好有关系。 现

在我还是要说作文应从韩文入手，先立其大，先养

足了一腔子气。［２］６

这一取径“欧体”的追述，从性格层面揭示了饶锷

文章学理念的价值取向。 而杨光祖《〈天啸楼集〉序》
同样也从性格的角度总结了饶锷其人其文的特点：
“君，循循学者，于书无所不读，而沉浸于考据之学，外
虽刻苦，中自愉悦，盖志乎古者也。 其为文章，纡徐静

正而无怨言；其为人，温恭谨质而无愠色，傥所谓‘养其

和平以发厥声’者欤？” ［１］７粹然醇厚的儒者气度，中和

包容的文人情怀，纡徐从容的文章风格，恰是千载以下

对欧阳修其人其文认同与皈依的生动体现。
那么，饶锷“六一”情结形成的根本动因是什么

呢？ 不难想象，在“韩愈崇拜”的氛围中研读韩文，总
免不了几分仪式化与神圣化的感觉。 这恰与少年饶锷

生动活泼、性灵飞动的心灵是格格不入的。 饶锷通过

“欧体”体验获得文体的自觉，几乎可以说是欧阳修成

长体验与文体实验的“再现”。 欧阳修《记旧本韩文

后》追忆十岁时曾得韩文六卷，虽“未能悉究其义”，却
被韩文的“深厚雄博”、“浩然无涯”深深打动［３］１０５６。 最

终，在北宋“向内转”思潮的氛围中，欧阳修采取了“易
行易知”的方法论策略，从韩文的“文从字顺”处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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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了一种平易从容、曲尽形容的新文风。 “欧体”的
形成过程，是一个“文化孤儿”在黑暗中独自摸索前进

所获得的丰饶成果，凸显了孤独的生命体验所独具的

艺术创造力。 反观饶锷的成长历程，即可发现，他也是

在逆境中摸索着前进的。 据《天啸楼藏书目序》自述，
他最初埋首四书五经，涉猎时文，后跟随仲兄阅读小学

著作、诗文集，兴之所至，不求宗旨，稍长则循张之洞

《书目答问》标示的“门径”有序地阅读清代学者的著

作，打下较系统、扎实的国学根基。 饶锷与欧阳修的早

年体验一样，将书籍的聚集与知识的拓展、眼界的提

升、心志的养成等融为一体，获得同步性的成长，在最

大限度上涵盖了一个年轻人经由经典阅读、体味文体

范式、甄别各家优劣的文体自觉的过程。
与此同时，高燮等人的革命家形象与国学家形象，

迭加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浪漫气质与政治担当，
对饶锷产生了极大吸引力。 饶锷早年求学于上海法政

学堂，接触了许多新派学人，尤其是与以南社核心人物

为主的激进的青年汉族知识分子交往甚密，自觉接受

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将高燮、金天翮等视为平生知己。
高燮等人一方面积极从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

族民主革命，另一方面竭力倡导“新国学”运动，将“国
故”视为民族复兴的基石，积极整理国故，刊行古籍，成
效显著。 饶锷浸淫其中，很快从精神上的膜拜发展到

行为上的模仿，将高燮等江南学者特有的敏感的艺术

感知力、坚毅不拔的革命意志、细腻绵密的学风、柔婉

雅致的文风等等迭加在一起，使得革命家、学者、文人

三种身份“三而一之”，产生了无可言喻的“浪漫化”效
果，在精神气质上更接近冶学者化、文人化与南方化于

一炉的“欧体”。
个人成长历程、古籍阅读体验等方面的相似性，极

易激发思想感情上的共鸣，审美趣味也随之趋于一致。
饶锷就这样在人生成长最关键的时期因着自由阅读的

优游与文学教育的熏陶，最终情不自禁地向“欧体”靠
拢。 也正是在这一转移过程中，他不知不觉间与潮人

的“韩愈崇拜”渐行渐远了。

二

饶锷的文体自觉与实践，折向“欧体”一途，首先

是建立在追慕欧阳修其人其文的基础上的。
韩愈曾自比于“非常鳞介之品”的“怪物”，不落流

俗，犯颜鲠言，刚直倔强，愈挫愈勇。 这或许就是饶宗

颐先生所说的“一腔子气”吧，但是，这也不免出现如

李翱《韩公行状》所言“气厚性通，论议多大体，与人

交，始终不易”等小毛病［４］２６。 反观欧阳修之为人与为

文，韩琦《祭少师欧阳永叔文》说是“可否明白，襟怀坦

易，学贵穷理，言无伪饰” ［３］２６３０，其子欧阳发《先公事

迹》也说乃父“中心坦然”，“接人待物，乐易明白，无有

机虑与所疑忌，与人言，抗声极谈，径直明辨，人人以为

开口 可 见 肺 腑 ”， “ 一 切 出 于 诚 心 直 道， 无 所 矜

饰” ［３］２６２６。 不难看出，欧阳修在为人风格上与韩愈大

相径庭———娴雅冲淡，随性为官；真挚自然，平易和畅；
明辨是非，以理服人。 韩文与欧体虽有“先河后海”的
渊源关系，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文风却是阴阳二极。
何沛雄《欧阳修与韩愈的“古文”关系》一文对此作了

很好的鉴识：“欧阳修的古文，虽然源于韩愈，但他深于

史学，更得太史公行文的‘逸气’，加上生性闲雅冲和，
故为文纡徐委备，容与温醇。 姚鼐把文章分为阳刚、阴
柔两大类，韩文得阳刚之美，欧文得阴柔之美，堪作学

文楷模，垂范千古了。” ［５］ 饶锷本是个“温恭谨质而无

愠色”的人，在本质上与欧阳修的性格是一致的，因而

能“养其和平以发厥声”，“其为文章，纡徐静正而无怨

言”，最终选择“欧体”一路就显得非常自然了［１］７。
在“文道观”的论述方面，韩、欧取径各有不同，饶

锷沿着欧阳修偏于个人性情的路子，在近代文化转型

中扬弃了严格意义上的文道观，回归文学本体。 韩愈

《答李秀才书》有“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
其道焉尔” ［６］７２５的宣言，充满原始儒家阳刚之气的实践

理性，使得公共领域的理论对话与交流重归儒家本位，
将政治修辞、道德修辞打入“载道”文学之中，原本较

为纯粹的文学表达因而被人为提高到了政治精英主义

者言说的层面。 与韩愈散文崇儒的政治话语形态不

同，欧阳修生活在一个儒家文化主导的“尚文”时代，
一方面撰《新唐书·韩愈传赞》称赞韩愈“以《六经》之
文为诸儒倡”，“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陈言，横骛别驱，
汪洋 大 肆， 要 之 无 抵 捂 圣 人 者。 其 道 盖 自 比 孟

轲” ［７］５２６９，在学术思想上的“拨衰反正”之功与文起八

代之衰映照古今，故尔殁后“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

山、北斗” ［７］５２６９。 另一方面，极力推动“各由其性而就

于道”论所追求的日常化、个性化与诗意化表达的时代

思潮，其《与乐秀才第一书》说：“古人之学者非一家，
其为道虽同，言语文字未尝相似。 孔子之系《易》，周
公之作《书》，奚斯之作《颂》，其辞皆不同，而各自以为

经。 子游、子夏、子张与颜回同一师，其为人皆不同，各
由其性而就于道耳。” ［３］６６３“道”的自然属性，决定了经

典撰作与阐释必然呈现个性化与人性化的样态，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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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衍出自然化、个性化的写作状态，从人性本真的层面

拓展了文体革新的理论言说的空间。 戴名世进而认

为，写作要“率其自然”，“文”是“出于心之自然者”，由
此推导出“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其铅华，
无所有，乃其所以无所不有者也” ［８］５。 亦即从文体自

觉的体验出发，强调从具体的创作土壤中发掘个性化

表述的空间。 但是，在近世文化转型的语境中，在清儒

章学诚开启的“六经皆史”说与西方新史学的合力作

用下，国学经典的神圣话语系统被全盘改造为历史性

记述及解释，严格意义上的“文道观”失去了合理存在

的文化空间，于是，古文理论中标语化、口号化的“卫
道”、“载道”话语体系消失于无形。 饶锷受这一时代

话语体系的影响，自然而然地远离了传统文论中的“文
道观”，在散文观念的建构与创作实践上得以摆脱种种

羁绊，畅情论文，直指心源。
在创作观念上，饶锷认同韩愈“不平则鸣”的创作

论，但更倾向于欧阳修在此基础上有所改进的“自然创

作”观。 饶锷《天啸楼记》就有这样的“自白”：“余穷于

世久矣，动与时乖迕，外动于物，内感诸心，情迫时，辄
为不平之鸣，而一于文辞诗歌焉发之。 故吾之为文与

诗，纵怀直吐，不循阡陌，愁思之音多，盛世之辞寡。 是

虽生际乱世使然，宁非天下之啸欤？” ［１］８８《四十小影自

题》也说：“既遭时之不幸，乃息迹乎海垠。 抱丛残以

补佚，将闭户而草《玄》。 谓殷之夷乎？ 谓鲁之连？ 皆

非也。 而讯其人，则曰：宁遗世以全我真。” ［１］１３０这一自

述，分明有着欧阳修的影子，突出了“自然创作”的有

为创作观、自然的个性化表达这两个倾向。 自司马迁

“发愤著书”发端，“有为而作”的创作论就占据了文学

主潮，韩愈《送孟东野序》 “不平则鸣”论［６］９８２及《荆潭

唱和诗序》“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论［６］１１２１，
大致划分了“羁旅草野”与“王公贵人”两类感发模式。
欧阳修在作家与现实生活存在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的

认知基础上，接受了“外感内应”的创作模式，其《梅圣

俞诗集序》说：“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
喜自放于山巅水涯。 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
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
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

工。” ［３］６１２《徂徕先生墓志铭》说：“其遇事发愤，作为文

章，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世，贤愚善恶，是是非

非，无所讳忌。 世俗颇骇其言。 由是谤议喧然，而小人

尤嫉恶之，相与出力必挤之死。 先生安然不惑不变，
曰：‘吾道固如是，吾勇过孟轲矣。’” ［３］５０４遇事而发，意
有所指，毫不避讳，这是出于高度的政治自觉、道德自

觉与个性觉醒的现实承担与历史承担。 这类解说，从
真切的个体生命体验切入，表达出了两种极端的士人

生活样态。
饶锷认同这一感发模式，将作家之于社会的个性

化反应，归结为“处境使然”，对文学创作进行高度人

性化的分析，展现出具体而鲜活的“写实创作语境”的
认知。 与欧阳修一样，饶锷从来就不是一个“被动”反
映论者。 他将自己对于“纵怀直吐，不循阡陌”的自然

创作状态的反思，推展到对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的思

考，进而审视友人的创作成就，导引出种种“自然创

作”的文体样态的描述与评判。 如《蛣寄庐诗剩序》称
誉潮安林彦卿多才多艺，“举凡词章、若散若骈，下逮丹

青、音律、岐黄、星卜之术，靡不习而能焉”，“又性好

客，喜与酒徒贱工者游处，当其剧饮六博，酣呼谐谑，旁
若无人，而人见之者鲜不以为狂且妄者也”，触类旁通，
故所作诗文“并世交游咸敛手，逊谢莫及” ［１］２８。 《南园

吟草序》谈到外甥蔡儒兰的创作，“人言甥诗绝肖其为

人，吾谓亦其处境使然也”，“观甥之诗，缘情寄兴之词

多”，所以，“其造语清而丽、婉以和，无凄怆激楚之

音” ［１］３１。 《柯季鹗诗集序》谈到他与冯印月的交往：
“其后于鮀浦得交吾友冯君印月。 印月工吟咏，其为诗

渊源家学，出入义山、少陵之间，与余旨趣颇合。 昕夕

酬唱，往往极酣饮大醉，悲歌呼啸而不能已。 人或姗笑

之，而印月与余不顾也。” ［１］３５ 《郑蕃之墓志铭》甚至描

述了自己沿着故友的足迹，“吾尝浮韩江而下，登桑浦

玉简之巅，见乎峰峦盘缪，江水激荡”，认为“岭东山川

秀异之气”郁结于郑蕃之的胸臆，变幻为奇妙的个人表

述［１］１００。 饶锷立足于潮州地域文化的特殊性、个体文

学创作的差异性，对每个作家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
创作背景等等进行了深度解析，又对每个作家的个性、
才情、智能结构、风格特征进行了高度个体化的归纳与

总结，在社会激荡与个人反响之间寻找个性化表达的

突破口。 饶锷从中总结出“性之所近，有不知其然者”
的生命体认与艺术呈现等现象，恰得欧阳修“自然观”
的神髓。 在人性化的柔性表达映现中，以惊世骇俗的

议论、震慑人心的气势、排宕顿挫的感情为主要风格特

征的韩文，渐渐退出了饶锷文体实践的视野。
总而言之，饶锷之追摹“欧体”，是一个不争的事

实，究其原因则是多方面的，但凡个人性情、阅读体验、
治学风格、思想感情、人格追求等等多方面的因素扭结

在一起，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合力”，不断地将饶锷从

“韩愈崇拜”推向“六一风神”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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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饶宗颐《〈天啸楼集〉跋》追述了父子间一段极具

深意的对话：
　 　 往年，宗颐曾固请将诗文稿分类编刻。 先君

不可，曰：“学问之道，考据、义理为先，文章其余事

耳。 吾方钩稽乡先哲遗文，焉有余力从事于此？
且吾所为文，皆随笔直书，殊乏深意，其日力又不

逮，安敢妄祸枣梨？” ［１］１５８

饶锷的这番解说，基于“当下”语境的体验，对当

时尚有一定生命力的乾嘉学派和桐城派进行了整合性

思考，试图重构散文评鉴的标准。 众所周知，桐城派与

乾嘉学派一直有着良性的互动，共同努力完成了“义
理”、“考据”、“词章”三而一之的“义法”论建构。 戴

震《与方希原书》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
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 事于文章者，等
而末者也。” ［９］１４４求理义，就是求“大道”，故而“考据”、
“文章”都是围绕着“闻道”（亦即“义理”）展开的。 这

一表述，可与刘大櫆《论文偶记》“文人者，大匠也。 义

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之论料也” ［１０］３ 互为表里。
饶锷自称是个不讲“宗派”却究“法度”的人，“顾吾学

虽数变而终不囿于宗派之说，惟吾法之是求”，对散文

创作自然也提出了是否应该符合“义法”的要求。 他

在《答某君书》中说：
　 　 夫文章之事，盖难言矣……大别言之，不越二

端：一曰散文，一曰骈文。 是二者，虽宗派各别，旨
趣互异，顾其所以为文之法，莫不有一定矩镬存乎

其间。 故为文章者，首重义法，次论至不至。 精于

理，工于言，而又深于法，文之至焉者也。 深于法

而拙于词、疏于理，犹不失为文也。 若理精而言

工，无法度以运之，则不成文矣，而况于背理而伤

词者乎……不识义法之人，又乌足与以论文？［１］７７

在近代语境下，饶锷并未固守桐城藩篱，而是认为

这一“义法”论必须有所改造。 这与同时代包括桐城

名家在内的许多人的认识是一致的。 例如，姚永朴《文
学研究法》“所谓‘义’者，有归宿之谓”的说法，就在有

意与无意之间淡化了“义”的“儒本”意涵，意在凸显具

体技法的美学效应，“所谓法者，有起、有结、有呼、有
应、有提缀、有过脉、有顿挫、有勾勒之谓” ［１１］９２。 饶锷

也在既有框架内细化了“三点论”的有机构成及其变

化形式，指出与“三点论”相对应的“精于理”、“工于

言”、“深于法”，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要有足够的

“协同效应”方可作为全面衡量文章优劣的审美评价

标准。 “理”、“词”、“法”三者的互动关系，实际上可组

合成以下四种情形：“精于理，工于言，深于法”者，为
“至文”；“深于法而拙于词、疏于理” 者，“犹不失为

文”；至于“理精”、“言工”，却无法度者，是“不成文”
的；而“背理而伤词”者则完全可以不予置评了。 由此

看来，“法”、“言”皆剥离了道德附着的因素，提高到了

纯粹的文艺美学层次上去了。 饶锷进而又在《郑蕃之

墓志铭》中列举“左、史、韩、欧、曾、王、归、姚”之文，作
为契合 “精于理”、 “工于言”、 “深于法” 标准的典

范［１］７７，基本上已将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第一流”的作

家作品囊括在内了。
因此，“义法”的彰显，使“欧体”所蕴涵的“法度”，

获得了一种属于“近代性”与“性灵化”意义上的解读，
从而指示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作文”门径。

首先，注重协调“气”与“法”的辩证关系。 饶锷

《与冯印月书》说：“欧阳公自谓得力韩文，今观其文与

韩似不类，然按其义法，寻其声调，与韩靡弗合也。 盖

退之运法于气，永叔运气于法，殊途同归。” ［１］７４“法”多
存乎“字句格律篇章”的“形迹”之中，“善学古人者”得
其神气，绝不会从“形迹”入手［１］７４。 从自然创作观念

来看，欧体似乎更可亲可爱，更容易接近与模拟。 当

然，饶锷非常肯定韩文，尤其欣赏韩文不随人短长、自
得佳趣，故其《答某君书》说：“韩退之尝为文矣，当其

大称意时则人以为大怪，小称意时则人以为小怪，其自

审成薄不足存，则人以为绝佳，是文章之佳者固众人之

所不好也。” ［１］７６这种“君子固穷”的姿态，也是另一种

个性张扬的体现，亦即以另一种方式达到了“各由其性

而就于道”的写作境界。 《答某君书》还以“吾邑某公”
学韩“于古人为文义法盖梦然未之见”为例［１］７６，强调

“义法”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当下的义理“活法”，早就

给人们抉出了正与变、死与活、深与浅等为文之法，因
此，在当前“活”的散文语境中，完全可领悟出韩文的

神髓，以重构“活”的韩文、“活”的韩愈。 同时，饶锷还

谈到姚鼐以“义法密而修辞朴”教人的技巧，进而指出

姚文却“正坐法太密、词太朴”，殊乏“雄浑之气”，“往
往流于薄弱”，唯有《登泰山记》一篇“于法外运气”，
“故佳耳” ［１］７５。 相对而言，曾国藩及其门人能扬长避

短，后来居上，如曾国藩“厚集声彩”、“充以瑰玮雄大

之气”，吴汝纶在乃师基础上进一步探源先秦诸子，
“翻去波澜，一归崇奥”，自铸伟词，力矫姚鼐之弊［１］７５。
可见，“义法”的辩证性存在，实际上最大限度凸显了

文章因时而变的“当下”语境。
其次，深明“辨体”之法。 欧阳修特别注意散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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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本色表达。 陈师道《后山诗话》说：“范文正公为

《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 尹师鲁读之

曰：‘传奇体尔。’《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 ［１２］３１０方

苞评欧阳修《真州东园记》云：“范文正公《岳阳楼记》，
欧公病其词气近小说家，与尹师鲁所议，不约而同。 欧

公诸记不少秾丽语而体制自别，其辨甚微。 治古文者

最宜研究。” ［１３］９８６《岳阳楼记》通篇运用“传奇体”刻画

人物、描绘景物的笔法，不免辞藻秾丽，篇章繁复，缺乏

论说文应有的庄重感，因此，欧阳修主张为文要“精

择”，“去其繁”，追求“峻洁”的文风，异于范作［３］２３７２。
又如，林纾《春觉斋论文·述旨》说：“韩昌黎集中无史

论。 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中，至长

无过五六百字者。 篇幅虽短而气势腾跃，万水回环，千
峰合抱。 读之较读长篇文字为久，即无烦譬冗言

耳。” ［１０］４５欧阳修长于史学，将其“移植”到史论中，保其

真气，去其繁复，使得史论写作有了质的飞跃。 饶锷素

喜欧文，“块坐斗室，取意所尤喜者，抗声哦诵，渺然有

千载之思。 久之，业乃大进” ［１］１００，终于窥欧文堂奥，得
旷宕隽永之趣，在方志、书序、传记的写作上充分吸收

欧文之长，行文喜从大处着手，不拘于细节刻画和景物

描摹，“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 ［１］１００，最终

锻冶出了超越“意匠之经营”之后的峻洁清雅的体性

风格。
饶锷在散文的文体探索方面，经历了一个相当漫

长且相当复杂的心灵挣扎的过程。 从文体格局转型的

层面看，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与国学转型，使得近世文

学思潮与文学创作随之出现趋向通俗化、白话化的新

变。 饶锷以纯粹学者而非政治家、道德家的眼光，重新

打量散文创作及其内在规律，最终选择了“古雅”的文

言文书写方式，正是为了接续三千年文脉。 从写作范

式看，他从“韩愈崇拜”、乾嘉学术、桐城故辙“复合型”
的潮州文坛中挣脱出来，在欧阳修式的学者化、文人化

“人格投射”的作用下，从人性本真、唯美感知等层面

切入，思考文体变革与散文创作的转型问题，努力追求

一种理精、峻法、雅洁、和缓的文风，以澡雪精神，畅情

抒写。 这恰是饶锷回应近代文化转型而做出的适度调

整。 这一文体创造行为，内涵丰富，心态纡徐，胸襟宽

容，有别于同时代的文化守成主义者的板滞的保守态

度，又迥异于“新文化运动”的激进。 饶锷能尽可能地

挣脱业已僵化的创作模式，自由地发抒性灵，这种深度

的解放精神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生动活泼的文化心

态，在创造精神的层面跟上了时代转型的节拍，进而将

近世潮州古典文体书写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体现了

世纪之交文化更新与创造的基本取向与广阔空间。 今

天，我们应将这种力量视为从不同层面共同参与新文

化建设的“合力”之一，在勇于创新的精神层面确实是

与“新文化运动”完全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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